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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的追访调查

数据研究了父亲育儿投入的水平、 影响因素及其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得到以下结

论。 第一， 在当代中国家庭， 父亲参与育儿比较普遍， 但参与水平依然明显低于母

亲。 第二， 父亲育儿投入的水平除了受子女性别、 年龄、 是否独生子女、 户口性质

和居住地的影响之外， 还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祖辈是否参与育儿和家庭居住格

局的影响。 第三， 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 且这种影响

与母亲相比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与参与事务性的育儿活动相比， 父亲与子女的情

感沟通对青少年发展更加重要； 父亲育儿投入对儿子和女儿都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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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和问题

由父亲和母亲共同组成的完整家庭对儿童早期社会化和青少年发展的积极影响

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但学术界对父亲和母亲的关注度和关注点却有明

显不同 （Ｗａｌｓｈ， ２０１６； Ｅａｓ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受 “男主外、 女主内” 传统性别角色分

工的影响， 学术界往往更加关心父亲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和母亲的育儿投入， 而对父

亲育儿投入和母亲经济功能的研究则相对不足 （Ｌａｍｂ， ２０００）。

然而， 随着现代社会女性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

分工已逐渐被打破。 一方面， 女性在婚后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高使妻子对家庭的经

济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些研究也陆续发现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的学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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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认知能力发展和身心健康有重要影响 （Ｂ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９）。 另一方面， 传统家庭角

色的转变也迫使父亲需要更多地承担起养儿育女的责任， 这导致近些年来， 关于父

亲育儿角色和育儿功能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 （Ｐａｔｔｎａｉｋ， ２０１３）。

与很多西方国家相同， 中国家庭的育儿方式和育儿观念也在经历着类似的转变。

特别是近些年来， 随着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那种完全

由母亲承担育儿责任的育儿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指责。 与此同时， 社会上

要求父亲分担育儿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湖南卫视热播的亲子真人秀节目 《爸爸

去哪儿》 更是将全社会关于父亲育儿的讨论推向了高潮 （蒋一茗， ２０１４）。 但这些

讨论大多是泛泛而谈， 科学严谨的关于父亲育儿投入的实证研究却并不多见。

鉴于此， 本文使用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的调查数据， 描

绘当前中国父亲参与育儿的现状， 并探索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本文

试图回答的问题包括： 在中国， 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有多高？ 与母亲相比， 差距有

多大？ 在什么情况下， 父亲更可能参与育儿？ 父亲的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各方面的发

展有何影响？ 这种影响与母亲相比有何异同？ 通过这项探索性研究， 本文对当前关

于父亲育儿的种种争论给予科学严谨的回答， 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二、 文献综述

（一） 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影响因素

西方学者关于父亲育儿角色的研究由来已久。 在早期的研究中， 理想中的父亲

形象通常被定义为家庭经济支持的提供者、 子女不良行为的惩戒者和性别角色规范

的引导者。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才逐渐从上述传统的父亲角

色向照料者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或抚育者 （ｎｕｒｔｕｒｅｒ） 转变 （Ｌａｍｂ， ２０００）。 在一篇经典研

究中， 兰 姆 等 人 （ Ｌａｍｂ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５ ） 正 式 提 出 了 父 亲 育 儿 投 入 （ ｆａｔｈ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的概念， 并将其操作化为三个维度， 即： 互动性、 可接近性和责任性。

“互动性” 指的是父亲与子女直接面对面的互动， 如喂孩子吃饭、 一起做游戏、 辅

助完成家庭作业等。 “可接近性” 指的是父亲与子女发生间接的互动， 即父亲在从

事非育儿活动， 但子女就在身边， 父亲可以随时停止手上的活动去陪伴子女， 如父亲

在厨房做饭， 子女在身边玩耍。 “责任性” 指的是父亲投入在各种能够体现出他对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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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责任的活动上的时间， 如为孩子挑选衣服和玩具、 参加育儿培训等。

基于上述定义， 兰姆等学者系统研究了美国家庭中父亲参与育儿的程度。 他们

发现， 在父母双全但母亲不参加工作的美国家庭， 父亲与子女发生直接互动的时间

约是母亲的 ２０％ ～２５％ ； 间接互动的时间约占母亲的 １ ／ ３； 而在责任性方面， 父亲

花费的时间几乎为零 （Ｌａｍｂ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７）。 不过， 如果母亲有工作， 父亲的育儿投

入将有明显增加。 例如， 当母亲有工作时， 父亲在互动性和可接近性两个方面投入

的时间将分别占母亲的 ３３％和 ６５％ ， 这大大高于母亲不工作时的情况， 但是在责任

性方面， 无论母亲是否有工作， 父亲投入的时间都很少 （Ｌａｍｂ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７）。

兰姆等学者的研究表明，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美国， 母亲依然是育儿的主力，

即使在母亲有工作的情况下， 父亲育儿投入的时间也大大低于母亲。 不过， 后续的

研究发现，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美国父亲投入到育儿中的时间确实有所增加：

直接互动的时间已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不到母亲 １ ／ ３ 的水平增加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的 ４３％ ； 在可接近性时间方面， 也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不到母亲一半的水平增加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 ２ ／ ３ （Ｐｌｅｃｋ， １９９７）。 但是，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这种增长却非

常缓慢， 而且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 距离性别平等依然很遥远 （Ｃｒａｉｇ ＆ Ｍｕｌｌａｎ，

２０１１）。

虽然平均来看， 父亲投入到育儿中的时间依然明显低于母亲， 但不同家庭的情

况却并不相同。 那么父亲的育儿投入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首先， 子女的年龄和

性别很重要， 当子女年龄较小且为男孩的时候， 父亲投入的时间会明显增加 （Ｐｌｅｃｋ，

１９９７）。 其次， 母亲的工作状况和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也很关键， 当母亲有工作 （特别

是全职工作） 且比父亲的收入高时， 父亲投入到育儿活动中的时间会明显增加 （Ｒａｌ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再次， 父亲的育儿投入还深受其内化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当父亲

的性别角色观念较为现代的时候， 他们参与育儿的意愿将明显增加 （Ｍｉｌｋｉ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最后， 父亲的育儿投入还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开明和包容的社会文

化环境有助于提高父亲参与育儿的意愿和水平 （Ｄｏｈｅｒｔｙ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二） 父亲育儿投入对子女的影响

父亲对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在之前， 学术界更加关心的问题是

父亲缺失 （ｆａｔｈｅｒ ａｂｓｅｎｃｅ）。 父亲缺失指的是在儿童成长中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的一

种特殊情况。 这一现象原本只出现在母亲丧偶、 父亲服刑等极端情况下， 但随着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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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离婚率和未婚生育率的不断提高， 父亲缺失及其对儿童发

展的不良后果已变得越来越突出， 其自然而然就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Ｍｃｌａｎａｈａ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不过， 正如兰姆 （Ｌａｍｂ， ２０００） 所言， 研究父亲是否出

现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虽然重要， 但这种二分法并不能说明父亲缺失的危害是如何产

生的。 例如， 父亲的缺失既会导致家庭经济状况的恶化， 也会减少儿童与父亲互动

的时间， 而区分这两种机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重要的。 除此之外， 即使

在父母双全的家庭环境中， 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也有很大差异。 因此， 兰姆认为，

有必要将父亲的育儿投入作为一个单独的影响因素纳入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当中

（Ｌａｍｂ， ２０００）。

沿着这一思路， 西方大多数研究都发现， 父亲育儿投入对儿童的学业发展、 认

知水平、 身心健康、 社会交往和日常行为等方面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２； Ａｍａｔｏ， １９９４； Ｈｗａｎｇ ＆ Ｌａｍｂ， １９９７； Ｆｌｏｕｒｉ ＆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２００２）。 不过，

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两点争议。 一是父亲育儿投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与母亲是否相

同。 一些研究认为二者没有显著差异 （Ｃａｂｒｅｒ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０； Ｌａｍｂ， １９９７）； 但也有

研究认为， 父亲扮演着与母亲不同的角色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８６）， 因而其影响也与母亲不

完全相同 （Ｆｌｏｕｒｉ ＆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２００３）。 二是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对儿子和女儿是否

有所不同。 一些研究发现， 父亲育儿投入只对儿子有显著影响 （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２）； 但也有研究发现， 这种影响对儿子和女儿都存在 （Ａｍａｔｏ， １９９４）。

（三） 对中国的研究

以上关于父亲育儿投入的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情况， 仅有少数学者使用中

国数据对父亲育儿投入进行实证研究。 例如， 徐安琪和张亮曾使用 ２００６ 年的一项专

门针对上海家庭的调查数据做过一系列关于中国父亲育儿投入水平、 影响因素及其

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 （徐安琪、 张亮，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张亮、 徐安琪， ２００９）。 但

这些研究仅针对上海， 且调查年份较早， 难以反映当前中国的总体状况。 此外， 这

些研究虽然在中国的情境下对一些西方理论 （如家庭生态论、 亲职技能说、 守门人

理论等） 进行检验， 并得到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但是， 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变

量 （如祖辈参与育儿、 因人口流动导致的子女与父母分居两地等） 并没有纳入分析

框架。 总体而言， 这些研究大多直接借鉴西方理论， 尚末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

设计， 因而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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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中国家庭与西方相比虽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也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

中国是一个深受父权制家庭观念影响的国家， “男主外、 女主内” 的传统性别观念

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 这使得父亲参与育儿所面临的文化阻力将比西方国

家更大。 其次， 中国是一个有着大家庭传统的国家， 特别是祖父母帮助照顾孙子女

的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 因而家中需要承担育儿责任的往往首先是母亲， 其次是祖

父母， 最后才是父亲。 那么， 祖父母是否参与育儿可能对父亲的育儿投入有非常重

要的影响。 最后， 在中国，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也对儿童的抚育产生了极为深

刻的影响。 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家庭， 父亲外出打工导致儿童在很长时期内只与母亲

生活在一起， 虽然这与因离婚导致的父亲缺失不完全相同， 但它在客观上造成了儿

童与父亲分居两地的局面， 而这无疑会对父亲的育儿投入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将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初步探索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本文试图描述在当

代中国家庭中， 父亲参与育儿的绝对水平以及与母亲相比的相对水平。 其次， 本文

试图探索影响父亲育儿投入的因素， 尤其是增加了对祖辈参与育儿和家庭居住结构

这两个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变量的关注。 最后， 本文试图探索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

各方面发展的影响。 我们将从学业表现、 身心健康、 社会交往和行为表现四个方面

全面评估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 探讨父亲的影响与母亲的影响之间的差异， 以及父

亲育儿投入是否对儿子和女儿存在不同影响。 虽然我们的研究是探索性的， 但这对

于我们了解中国父亲参与育儿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三、 数据和变量

（一） 数据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ＥＰＳ） 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学年的追访调查数据。 ＣＥＰＳ 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设计实

施的、 具有全代表性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 该调查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年为基线， 以初中

一年级和初中三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 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

（ＰＰＳ） 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了 ２８ 个区县内的 １１２ 所学校、 ４３８ 个班级的

近 ２ 万名学生进行调查。 调查的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 身心健康、 成长经历、 社

会交往、 认知发展、 学习成绩、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等很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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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 ＣＥＰＳ 对基线调查中的 １０２７９ 名初一学生进行了追踪调查，

并成功追访到了其中的 ９４４９ 名学生， 追访成功率为 ９１􀆰 ９％ 。 此次追踪调查详细询

问了父亲和母亲参与育儿的状况， 所以， 除了少数变量取自基线调查以外， 本文将

主要使用该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研究。 由于本文所用的变量存在一些缺失值， 最终分

析使用的样本量为 ８３１２ 人。

（二） 变量

本文使用的变量包括三组。 第一组是与父母的育儿投入相关的三方面变量。

一是父母在照顾日常生活起居、 辅导功课学习和陪伴娱乐玩耍三个方面的参与

情况。 如果父亲或母亲参与了这三项育儿活动， 则计 ３ 分； 参与了两项活动则计 ２

分； 参与了一项活动则计 １ 分； 没有参与任何活动则计 ０ 分。 这样， 就可以分别得

到两个取值为 ０ ～ ３ 分的变量， 分别测量父亲和母亲育儿活动的参与情况①。

二是父亲和母亲平时与子女沟通交流的情况。 问卷中询问了子女平时与父母讨

论 “学校发生的事情” “与同学的关系” “与老师的关系” 以及 “心事和烦恼” 的

频率， 原始选项有三个， 即： “从不” “偶尔” 和 “经常”。 分析时， 我们对这三个

选项分别赋值为 １ 分、 ２ 分和 ３ 分， 并分别将父亲和母亲在四个问题上的得分加总，

从而得到两个综合测量指标， 分别测量父亲和母亲平时与子女沟通和交流的频率②。

三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问卷直接询问了受访学生与父母关系的亲近程度， 原

始选项有三个， 分别为： “不亲近” “一般” 和 “很亲近”。 我们对这三个选项分别

赋值为 １ 分、 ２ 分和 ３ 分， 得到了两个测量父母与子女关系亲密程度的指标。

第二组变量是青少年发展变量， 分别从学业表现、 身心健康、 社会交往和行为

表现四个方面测量青少年发展。

与学业表现相关的变量有三个。 一是受访学生在语文、 数学和英语三门主课上

的考试成绩， 这三门成绩均直接从学校教务部门获得， 我们将这三门成绩加总， 得

到学生学习成绩的一个综合指标。 二是学生的学习态度， 问卷中让家长评价子女的

学习态度， 原始选项有五个， 分别为： “很不认真” “不太认真” “一般” “比较认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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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ＥＰＳ 只测量了受访者父母在这三个方面的育儿活动。 此外， 从数据我们无法得知父母在这三方面育儿投

入的准确时间。
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 四个指标只有一个特征值大于 １ 的公因子， 且该公因子在 ４ 个观测指标上的因子负

载非常接近， 因而直接相加进行测量是合理的。



真” 和 “很认真”， 分析时我们将之作为一个取值为 １ ～ ５ 分的定序变量使用。 三是

受访少儿对自己的教育期望， 问卷中可供选择的选项有 １０ 个， 分别为： “现在就不

要念了” “初中毕业” “中专 ／技校” “职业高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博士” 和 “无所谓”， 分析时我们将选择 “无所谓” 的编为缺失值， 其

余则根据学制转换为一个用受教育年限表示的连续变量。

与身心健康相关的变量也有三个。 一是身体健康， 问卷中询问了受访学生过去

一年是否经常生病， 选项分别为： “没有” “很少” “经常”， 分别赋值为 １ 分、 ２ 分

和 ３ 分。 二是心理健康， 问卷中使用了一个包含 １０ 道题目的量表来测量受访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 我们将这 １０ 道题的得分加总， 从而得到了一个反映每一个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标。 三是自评健康， 问卷中有一道题让受访学生总体评价自身的

健康状况， 选项有 ５ 个， 分别为： “很不好” “不太好” “一般” “比较好” “很好”，

分析时我们将之作为一个取值为 １ ～ ５ 分的定序变量使用。

与社会交往相关的变量有两个。 一是朋友数量， 该变量可直接从问卷中得到。

二是交友质量， 问卷让受访者从 １０ 个方面来评价其朋友的质量， 其中三个为正向指

标 （如学习努力刻苦）， 另外七个为负向指标 （如逃课、 旷课、 逃学）。 如果受访者

在所有正向指标上的朋友数量都为 ０， 或者在负向指标中的任一个上朋友的数量不

为 ０， 我们就认为其交到了坏朋友 （赋值为 ０）， 否则就都是好朋友 （赋值为 １）。

与行为表现相关的变量有两个。 一是正向行为， 问卷询问了受访者平时 “帮助

老人做事情” “遵守秩序、 自觉排队” “待人真诚友善” 的频率， 我们将受访者在这

三道题上的得分加总， 从而得到一个反映其正向行为的综合测量指标。 二是负向行

为， 问卷询问了受访学生平时 “骂人、 说脏话” “吵架” “打架” “欺负弱小同学”

“脾气暴躁” “注意力不集中” “逃课、 旷课、 逃学” “抄袭作业、 考试作弊” “抽

烟、 喝酒” “上网吧、 游戏厅” 这 １０ 种不良行为的频率。 我们将受访者在这 １０ 道

题上的得分加总， 从而得到一个测量其负向行为表现的综合指标。

本文的第三组变量是受访者的基本特征。 这组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 年

龄、 户口所在地、 户口性质、 居住地、 是否独生子女、 是否与父亲同住、 是否与

母亲同住、 是否与祖父母同住①、 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分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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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使用是否与祖父母同住来测量祖父母参与育儿的情况。 这种测量方法的缺陷是会忽视非同住祖父母的

育儿投入， 但因为数据中没有关于祖父母育儿投入相关的问题， 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类和家庭的经济状况①。 在分析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时， 这些变量将作为自变

量使用； 在分析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时， 这些变量将作为控制变量纳

入模型。 表 １ 对这组变量进行了统计描述。

　 　 表 １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变量 统计值 变量 统计值

性别 （％ ） 与母亲同住 （％ ）

女 ４９􀆰 １ 是 ８９􀆰 ９

男 ５０􀆰 ９ 否 １０􀆰 １

年龄 （岁） １４􀆰 ５ （０􀆰 ７） 父亲教育年限 （年） １０􀆰 ６ （３􀆰 ２）

户口所在地 （％ ） 母亲教育年限 （年） １０􀆰 ０ （３􀆰 ５）

本地 ８１􀆰 ５ 父亲职业 （％ ）

外地 １８􀆰 ５ 高端非农职业 １８􀆰 ９

户口性质 （％ ） 一般非农职业 ５８􀆰 ３

农村 ５２􀆰 ９ 农民 １６􀆰 ３

非农 ４７􀆰 １ 无业或其他 ６􀆰 ５

居住地 （％ ） 母亲职业 （％ ）

农村 ３７􀆰 ２ 高端非农职业 １５􀆰 ２

城镇 ６２􀆰 ８ 一般非农职业 ５０􀆰 ６

独生子女 （％ ） 农民 １８􀆰 ５

是 ４５􀆰 ４ 无业或其他 １５􀆰 ７

否 ５４􀆰 ６ 家庭经济状况 （％ ）

与祖父母同住 （％ ） 非常困难 ３􀆰 ６

是 ２９􀆰 ３ 比较困难 １６􀆰 ８

否 ７０􀆰 ７ 一般 ７２􀆰 ９

与父亲同住 （％ ） 比较富裕 ６􀆰 ４

是 ８７􀆰 ０ 很富裕 ０􀆰 ３

否 １３􀆰 ０ 样本量 （人） ８３１２

　 　 注： （１） 高端非农职业包括： 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 科学家、 工程师、 大学教师、 医生、
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 （２） 一般非农职业包括： 一般职工、 办事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技术工人和普通工

人； （３） 对于连续变量， 括号中给出了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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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性别、 年龄、 是否独生子女这三个变量取自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年的基线调查， 其余变量取自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

的追踪调查。 若追踪调查中有缺失值， 且该变量在基线调查中也有， 则用基线调查中的值替代。



四、 分析结果

（一） 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影响因素

表 ２ 从三个方面描述了父亲和母亲育儿投入的总体情况。 首先， 从育儿活动的

参与情况来看， 样本中有 ４９􀆰 ６％的父亲平时会照顾子女的日常生活起居， ２９􀆰 ８％的

父亲会辅导子女做功课和学习， ３３􀆰 ３％的父亲会陪同子女娱乐玩耍。 相比之下， 母

亲平时参与这三项育儿活动的百分比则分别为 ７８􀆰 ９％ 、 ４０􀆰 ６％和 ４２􀆰 ９％ 。 所以， 母

亲的育儿投入都明显高于父亲。 其次， 从父母与子女沟通交流的情况来看， 子女表

示平时经常与父亲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与同学的关系、 与老师的关系以及自身的

心事和烦恼的百分比都明显低于母亲， 而表示从来不与父亲讨论上述问题的百分比

则都明显高于母亲， 所以母亲平时与子女的沟通与交流也比父亲更多。 最后， 从子

女与父母的关系来看， 受访者认为与父亲不亲近、 一般和很亲近的百分比分别为

４􀆰 ０％ 、 ４０􀆰 ６％和 ５５􀆰 ４％ 。 相比之下， 表示与母亲的关系不亲近、 一般和很亲近的

百分比则分别为 ２􀆰 ０％ 、 ２４􀆰 ７％ 和 ７３􀆰 ３％ 。 所以子女与母亲的关系也更加亲密。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 我们认为， 在中国虽然父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育儿活

动之中， 但他们育儿投入的水平依然明显低于母亲。 这一结果既可能与 “男主外、

女主内” 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有关， 也可能与祖辈参与照顾孙辈的家庭传统和因

人口流动导致的两地分居的居住模式有密切的关联。 在表 ３ 中， 我们将使用回归

模型对影响父亲育儿投入水平的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表 ２ 父亲与母亲育儿投入对比

父亲 母亲

日常生活起居 （％ ） 日常生活起居 （％ ）

是 ４９􀆰 ６ 是 ７８􀆰 ９

否 ５０􀆰 ４ 否 ２１􀆰 １

辅导功课学习 （％ ） 辅导功课学习 （％ ）

是 ２９􀆰 ８ 是 ４０􀆰 ６

否 ７０􀆰 ２ 否 ５９􀆰 ４

陪同娱乐玩耍 （％ ） 陪同娱乐玩耍 （％ ）

是 ３３􀆰 ３ 是 ４２􀆰 ９

否 ６６􀆰 ７ 否 ５７􀆰 １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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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母亲

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 ） 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 ）

从不 １７􀆰 ８ 从不 １０􀆰 ０

偶尔 ６０􀆰 １ 偶尔 ４４􀆰 ８

经常 ２２􀆰 １ 经常 ４５􀆰 ２

讨论与同学的关系 （％ ） 讨论与同学的关系 （％ ）

从不 ２７􀆰 ５ 从不 １６􀆰 ２

偶尔 ５３􀆰 ５ 偶尔 ４６􀆰 ９

经常 １９􀆰 ０ 经常 ３６􀆰 ９

讨论与老师的关系 （％ ） 讨论与老师的关系 （％ ）

从不 ２７􀆰 １ 从不 １８􀆰 ０

偶尔 ５０􀆰 ５ 偶尔 ４６􀆰 ０

经常 ２２􀆰 ４ 经常 ３６􀆰 ０

讨论心事或烦恼 （％ ） 讨论心事或烦恼 （％ ）

从不 ３６􀆰 ７ 从不 ２４􀆰 ２

偶尔 ４３􀆰 ３ 偶尔 ３８􀆰 ９

经常 ２０􀆰 ０ 经常 ３６􀆰 ９

与子女关系 （％ ） 与子女关系 （％ ）

不亲近 ４􀆰 ０ 不亲近 ２􀆰 ０

一般 ４０􀆰 ６ 一般 ２４􀆰 ７

很亲近 ５５􀆰 ４ 很亲近 ７３􀆰 ３

　 　

　 　 表 ３ 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育儿活动 沟通交流 与子女关系

男性
０􀆰 ０９５∗

（０􀆰 ０４２）
０􀆰 １０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５）

年龄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３２）

－ ０􀆰 ０９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０

（０􀆰 ０３３）

外地户口
　 ０􀆰 １９０∗∗∗

（０􀆰 ０５７）
－ ０􀆰 １８５∗∗

（０􀆰 ０６６）
－ ０􀆰 １７５∗∗

（０􀆰 ０６０）

非农户口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４）

－ ０􀆰 １２７∗

（０􀆰 ０６１）
－ ０􀆰 １３５∗

（０􀆰 ０５６）

居住在城镇
０􀆰 １９９∗∗∗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６５）

－ ０􀆰 １４３∗

（０􀆰 ０５９）

父亲教育年限
　 ０􀆰 １０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１）

母亲教育年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０）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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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活动 沟通交流 与子女关系

父亲职业 （高端非农职业 ＝ ０）

　 一般非农职业
－ ０􀆰 １８２∗∗

（０􀆰 ０６８）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７９）

－ ０􀆰 １５６∗

（０􀆰 ０７３）

　 农民
０􀆰 ０３６

（０􀆰 １１２）
－ ０􀆰 ０９６　
（０􀆰 １２８）

－ ０􀆰 ０２５　
（０􀆰 １１９）

　 无业和其他
－ ０􀆰 ２８６∗∗

（０􀆰 １０２）
－ ０􀆰 ３９５∗∗∗

（０􀆰 １１７）
－ ０􀆰 ４１５∗∗∗

（０􀆰 １０９）
母亲职业 （高端非农职业 ＝ ０）

　 一般非农职业
０􀆰 １０４

（０􀆰 ０７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８０）

　 农民
０􀆰 ０１７

（０􀆰 １１４）
０􀆰 １８８

（０􀆰 １３０）
０􀆰 １９９

（０􀆰 １２１）

　 无业和其他
－ ０􀆰 ２４３∗∗

（０􀆰 ０８５）
－ ０􀆰 ２６２∗∗

（０􀆰 ０９８）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９１）

家庭经济状况
－ ０􀆰 １０２∗∗

（０􀆰 ０３８）
　 ０􀆰 １６４∗∗∗

（０􀆰 ０４３）
　 ０􀆰 １３３∗∗∗

（０􀆰 ０４０）

独生子女
０􀆰 ３３２∗∗∗

（０􀆰 ０４９）
０􀆰 １５５∗∗

（０􀆰 ０５６）
０􀆰 １３８∗∗

（０􀆰 ０５２）

与祖父母同住
－ ０􀆰 ３０６∗∗∗

（０􀆰 ０４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２）

与父亲同住
　 ２􀆰 ４８２∗∗∗

（０􀆰 １０２）
　 ０􀆰 ６４４∗∗∗

（０􀆰 ０８３）
　 ０􀆰 ７４２∗∗∗

（０􀆰 ０７７）

与母亲同住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９４）

－ ０􀆰 ２１８∗

（０􀆰 ０９５）
－ ０􀆰 １６３　
（０􀆰 ０８８）

截距
　 ７􀆰 ４２９∗∗∗

（０􀆰 ５９２）

截距 １ 　 ２􀆰 ２５４∗∗∗

（０􀆰 ５３１）
－ １􀆰 ５６０∗∗

（０􀆰 ５４６）

截距 ２ 　 ３􀆰 ４２０∗∗∗

（０􀆰 ５３１）
　 １􀆰 ４５０∗∗

（０􀆰 ５４５）

截距 ３ 　 ４􀆰 ５８４∗∗∗

（０􀆰 ５３２）
样本量 ８３１２ ８３１２ ８３１２

　 　 注： （１） 对 “交流与沟通” 使用的是线性回归模型， 对另两个方面使用的都是定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虽

然严格来说 “交流与沟通” 是一个定序变量， 但线性回归是更合适的分析方法， 原因在于： 第一， 该变量有 ９
个取值， 类别较多， 使用 ｏｌｏｇｉｔ 模型会产生 ８ 个截距， 模型不简约； 第二， 实践证明， 线性回归和 ｏｌｏｇｉｔ 的分析

结果在因变量序列类别较多时很接近； 第三， 相比 ｏｌｏｇｉｔ 模型， 线性回归模型系数更易于解释， 不同模型间的

系数可直接比较； （２） 职业分类中， “无业和其他” 选项中的 “其他” 是 ＣＥＰＳ 数据样本未对父母职业进行选

择的情况， 因为这类人的数量不多， 编码时我们将之与无业者合并， 虽然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这类人与高端非

农职业相比有显著差异， 但因为这一组人的构成比较复杂， 我们没有对其实际意义进行解释； （３） 模型中我

们通过 “是否与父亲同住” 和 “是否与母亲同住” 来测量子女与父母的居住安排， 如果将这两个变量交互分

类， 可以得到四类， 即： 无父无母、 仅有父亲、 仅有母亲和父母双全， 但分析结果显示纳入两个变量与交互分

类后的拟合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采用了比较简约的一种模型设定方法； （４）∗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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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３ 可以发现， 首先， 子女的性别和年龄对父亲的育儿投入有显著影响。 当

子女是男孩时， 父亲在所有三个方面的育儿投入水平都会显著增加。 此外， 当子女

年龄较小时， 父亲与子女沟通交流的频率也会显著增加， 这与国外的研究发现一致。

其次， 子女的户口和居住地也对父亲育儿投入有显著影响。 当子女是外地户口

（即流动儿童） 时， 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种类会增加， 但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和与子

女的关系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子女是非农户口对父亲参与育儿活动没有显著影响，

但会显著降低其与子女情感交流的频率和与子女关系的亲密程度。 如果子女居住在

城镇， 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种类会增加， 但与子女关系的亲密程度会下降。 综合上

述结果可以发现， 处于流动之中和居住在城市的子女得到父亲日常照料的可能性较

高， 但与父亲的沟通和感情却较弱。 这可能是因为流动和城市生活经历增加了父亲

在日常事务上的育儿投入， 但因为工作繁忙等其他原因， 他们也或多或少忽视了与

子女的情感交流， 导致了与子女关系的疏离。 不过， 流动经历和居住在城市对父亲

育儿投入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再次， 父母的教育、 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也对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具有显著影

响。 分析结果显示， 当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较高时， 他们在所有三个方面的

育儿投入水平都会显著增加①。 这可能是因为， 较高的教育和职业地位改变了父亲

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这使得他们更加愿意参与到育儿活动之中。 分析结果还显示，

母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 这可能是

因为，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母亲通常也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和 “议价能力”， 因而，

她们也更有能力说服父亲参与育儿工作。 此外， 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 父亲参与事

务性育儿活动的可能性越小， 但与子女沟通交流的频率以及与子女的关系都会显著

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 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会将事务性的育儿活动外包， 而将主要

的精力投入到与子女的情感交流之中。

最后， 家庭的人口结构和居住格局也会影响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 具体来说，

在独生子女家庭， 父亲的育儿投入水平相对较高。 基于资源稀释理论 （ Ｂｌａｋｅ，

１９８１）， 这可能是因为在独生子女家庭， 父亲可以将有限的育儿时间和精力集中在

一个小孩身上。 此外， 当家中有同住老人的时候， 父亲参与育儿活动的数量会显著

９７

·特邀栏目· 爸爸去哪儿？ 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对中国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① 模型输出显示， 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均小于 １０， 且在表 ３ 的模型输出结果中， 父亲和母亲

的教育和职业大多显示出独立的显著影响。



降低， 但与子女沟通交流以及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并不会受老人同住的影响。 由此可

见， 祖辈的存在确实对父亲的育儿功能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但这种替代作用仅针对

事务性的育儿活动。 最后， 父母是否在家中居住也对父亲育儿投入有显著影响。 特

别是， 当父亲不在家中居住的时候， 其参与育儿活动、 与子女沟通交流以及与子女

的关系都会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 在当代中国家庭， 外出务工经商是造成父亲与子

女两地分居的主要原因。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 父亲外出务工经商可以改善家庭的

经济状况， 但因此造成的两地分居， 以及因为两地分居导致的育儿投入水平的下降

应该引起所有家庭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二） 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在上一部分， 我们着重分析了父亲育儿投入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研究父亲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表 ４ 列出了以十个青少年发展指标为因变量并以三个育儿投入指标为自变量的

回归分析结果①。 除了三个育儿投入指标以外， 模型分析还控制了受访者及其家庭

的基本特征， 不过受篇幅所限， 表中只汇报了与三个育儿投入指标相对应的回归系

数及其标准误。 此外， 我们又通过线性回归模型计算了纳入三个育儿投入指标以后

每个模型的 Ｒ２ 增加量及其统计检验结果②。 同时， 为了比较父亲育儿投入与母亲育

儿投入的影响之间的差异， 我们对二者分别进行了研究， 具体结果如表 ４ 所示。

从表 ４ 可以发现， 首先， 我们在仅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三个与父亲育儿投

入相关的指标以后， 所有模型的 Ｒ２ 都有显著提高。 由此可见， 父亲育儿投入确实对

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 其次， 对比三个不同维度的父亲育儿投入可以

发现， 父亲育儿活动的影响仅在部分因变量上统计显著， 相比之下， 与子女交流沟

通以及与子女的关系则几乎对所有因变量都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由此可知， 父亲与

子女的情感交流比单纯提供日常照料更加重要。 而从表 ３ 的分析结果看， 情感交流

恰恰是很多父亲 （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亲和流动儿童的父亲） 在育儿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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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回归分析时， 我们根据因变量的类型选择了不同的模型。 例如， 对于连续型因变量， 我们使用线性回归

模型； 对于二分类因变量， 则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对于定序因变量， 则使用定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但

是在计算 ΔＲ２ 时， 我们再以线性回归模型的统计分析方式分别计算了每个模型在纳入三个父亲育儿投入变

量前后的 Ｒ２ 值。
表中没有报告 “身体健康” 和 “朋友质量” 这两个变量对应线性回归模型的 Ｒ２ 增量， 因为这两个变量分

别只有 ３ 个和 ２ 个取值， 计算 Ｒ２ 的风险较大。



对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 最后， 对比父亲和母亲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母亲育儿投

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与父亲非常相似①。 如果我们将所有模型的 Ｒ２ 增量相加， 父

亲育儿投入的 Ｒ２ 增量之和为 ２４􀆰 ４４， 而母亲育儿投入的 Ｒ２ 增量之和为 ２４􀆰 １０， 二者

几乎完全相同②。 总体来看， 父亲和母亲对青少年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

　 　 表 ４ 居住意愿的满足类型

父亲

育儿活动 交流沟通 与子女关系 ΔＲ２ （％ ）

母亲

育儿活动 交流沟通 与子女关系 ΔＲ２ （％ ）

考试成绩
－ １􀆰 ７７６∗∗

（０􀆰 ５６７）
２􀆰 ９０４∗∗∗

（０􀆰 ２８７）
２􀆰 ０１９

（１􀆰 ０９９） １􀆰 ４１∗∗∗ － ０􀆰 ８１７　
（０􀆰 ６２４）

３􀆰 ３６６∗∗∗

（０􀆰 ２７７）
２􀆰 ６６６∗

（１􀆰 ２７４）
１􀆰 ９７∗∗∗

学习态度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１）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３１３∗∗∗

（０􀆰 ０４０）
３􀆰 ３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２）
０􀆰 １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３２７∗∗∗

（０􀆰 ０４６）
３􀆰 ０７∗∗∗

教育期望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４）

０􀆰 １８３∗∗∗

（０􀆰 ０１７）
０􀆰 ２５３∗∗∗

（０􀆰 ０６７）
２􀆰 １０∗∗∗ － ０􀆰 ０５８　 ０􀆰 ２１２∗∗∗

（０􀆰 ０３８）
０􀆰 ３３４∗∗∗

（０􀆰 ０１７）
２􀆰 ８４∗∗∗

（０􀆰 ０７８）

身体健康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４）
０􀆰 ２１７∗∗∗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１２２∗

（０􀆰 ０６２）
—

心理健康
０􀆰 １２８

（０􀆰 ０８８）
０􀆰 ２２５∗∗∗

（０􀆰 ０４４）
２􀆰 ５０２∗∗∗

（０􀆰 １７０）
４􀆰 ４１∗∗∗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７）
０􀆰 １７５∗∗∗

（０􀆰 ０４３）
２􀆰 ７９６∗∗∗

（０􀆰 １９９）
３􀆰 ６１∗∗∗

自评健康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０）
０􀆰 ５３７∗∗∗

（０􀆰 ０４０）
３􀆰 ６６∗∗∗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０）
０􀆰 ５５９∗∗∗

（０􀆰 ０４６）
３􀆰 ０７∗∗∗

朋友数量
０􀆰 １８１

（０􀆰 １８０）
０􀆰 ３０４∗∗∗

（０􀆰 ０９１）
１􀆰 １０４∗∗

（０􀆰 ３４８）
０􀆰 ４８∗∗∗ － ０􀆰 １６０　

（０􀆰 １９９）
０􀆰 ２５３∗∗

（０􀆰 ０８８）
０􀆰 ７７６

（０􀆰 ４０６） ０􀆰 ２２∗∗∗

朋友质量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３）
０􀆰 １１８∗∗∗

（０􀆰 ０１２）
０􀆰 １８９∗∗∗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６）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１）
０􀆰 ２７３∗∗∗

（０􀆰 ０５２）
—

正面行为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４）
０􀆰 １８６∗∗∗

（０􀆰 ０１２）
０􀆰 ３３７∗∗∗

（０􀆰 ０４６）
５􀆰 ２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６）
０􀆰 ２０４∗∗∗

（０􀆰 ０１２）
０􀆰 ３９６∗∗∗

（０􀆰 ０５３）
６􀆰 １４∗∗∗

负面行为
－ ０􀆰 １２３∗

（０􀆰 ０４９）
－ ０􀆰 ２２７∗∗∗

（０􀆰 ０２５）
－ ０􀆰 ９５２∗∗∗

（０􀆰 ０９５）
３􀆰 ７３∗∗∗ － ０􀆰 １９７∗∗∗

（０􀆰 ０５４）
－ ０􀆰 ２１８∗∗∗

（０􀆰 ０２４）
－ ０􀆰 ９２３∗∗∗

（０􀆰 １１０）
３􀆰 １８∗∗∗

　 　 注： （１） 分析时控制了少儿的性别、 年龄、 户口所在地、 户口性质、 居住地、 是否独生子女、 父母教育

年限、 父母职业、 家庭经济状况、 是否与祖父母同住、 是否与父母同住； （２） 各个模型的 ΔＲ２ 均基于线性回

归模型得到， 并且这里的 ΔＲ２ 都是基于原始 Ｒ２ 得到， 计算方法是在仅有控制变量的模型中纳入解释变量， 计

算 Ｒ２ 的增加量； （３） 父亲育儿活动对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一点与理论预期相反， 这可能是因为反

向因果关系所致： 育儿活动中有一项为 “辅导功课学习”， 所以可能是因为子女成绩较差导致父亲需要更多地

去督促子女学习， 但在横截面数据中我们尚无法厘清这种双向因果关系， 这有待后续的研究去检验； （４）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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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父亲育儿投入和母亲育儿投入都采用了同样的测量方法， 变量数目也一样， 且都是基于同一个基准模

型 （即只有控制变量的模型） 计算得到， 所以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将不同模型的 Ｒ２ 相加的做法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常见， 这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青少年发展是一个包含多

个维度和多个测量指标的综合概念， 因而只有进行某种综合才能比较父亲和母亲的相对影响力。



最后， 为了进一步研究父亲育儿投入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我们将子女分

男女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 从表 ５ 可以发现， 父亲育儿投入对儿子和女儿各方面的

发展都有显著影响， 但从交互项的统计检验结果看， 在某些方面， 这种影响确实有

所不同。 具体来说， 在与子女学业表现、 行为表现和交友数量上， 父亲对儿子的影

响要略强于女儿， 而在其他方面， 则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表 ５ 父亲育儿投入对儿子和女儿的不同影响

儿子

育儿活动 交流沟通 与子女关系

女儿

育儿活动 交流沟通 与子女关系
交互项检验

考试成绩
－ １􀆰 ３３５　
（０􀆰 ８４５）

３􀆰 ４５８∗∗∗

（０􀆰 ４２３）
２􀆰 ４６１

（１􀆰 ６６０）
－ ２􀆰 ２０９∗∗

（０􀆰 ７５０）
２􀆰 ３１８∗∗∗

（０􀆰 ３８４）
２􀆰 ００５

（１􀆰 ４３６）
∗

学习态度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８）
０􀆰 １１０∗∗∗

（０􀆰 ０１４）
０􀆰 ４０７∗∗∗

（０􀆰 ０５６）
０􀆰 ０９３∗∗

（０􀆰 ０３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１５）
０􀆰 ２１２∗∗∗

（０􀆰 ０５７）
∗

教育期望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１）

０􀆰 ２３４∗∗∗

（０􀆰 ０２６）
０􀆰 ２９９∗∗

（０􀆰 １０１）
－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６）

０􀆰 １２８∗∗∗

（０􀆰 ０２３）
０􀆰 ２３７∗∗

（０􀆰 ０８８）
∗∗∗

身体健康
０􀆰 ００２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９）
０􀆰 ２６０∗∗∗

（０􀆰 ０７６）
０􀆰 ０８９∗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１）

０􀆰 １８２∗

（０􀆰 ０７７）
—

心理健康
０􀆰 １１７

（０􀆰 １２７）
０􀆰 １７２∗∗

（０􀆰 ０６３）
２􀆰 ９８１∗∗∗

（０􀆰 ２４９）
０􀆰 １２２

（０􀆰 １２１）
０􀆰 ２９１∗∗∗

（０􀆰 ０６２）
１􀆰 ９７９∗∗∗

（０􀆰 ２３１）
＋

自评健康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４）
０􀆰 ５７７∗∗∗

（０􀆰 ０５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５）
０􀆰 ５００∗∗∗

（０􀆰 ０５７）
—

朋友数量
０􀆰 １６７

（０􀆰 ３１５）
０􀆰 ５２９∗∗∗

（０􀆰 １５７）
１􀆰 ６５８∗∗

（０􀆰 ６１８）
０􀆰 ２３３

（０􀆰 １６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８３）
０􀆰 ６６２∗

（０􀆰 ３１０）
∗∗

朋友质量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１２０∗∗∗

（０􀆰 ０１６）
０􀆰 ２３６∗∗∗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５）

０􀆰 １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１４８∗

（０􀆰 ０６５）
—

正面行为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６）
０􀆰 ２０３∗∗∗

（０􀆰 ０１８）
０􀆰 ５１３∗∗∗

（０􀆰 ０７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１）
０􀆰 １６９∗∗∗

（０􀆰 ０１６）
０􀆰 １７０∗∗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５９）

负面行为
－ ０􀆰 ２５１∗∗

（０􀆰 ０７７）
－ ０􀆰 ２４５∗∗∗

（０􀆰 ０３９）
－ １􀆰 １３６∗∗∗

（０􀆰 １５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９）
－ ０􀆰 ２１２∗∗∗

（０􀆰 ０３０）
－ ０􀆰 ７７９∗∗∗

（０􀆰 １１３）
∗∗∗

　 　 注： （１） 交互项检验指的是在同一个模型中纳入子女性别和父亲育儿投入的交互项， 并检验该交互项的

统计显著性； （２）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的追访调查数据研究了父亲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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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水平、 影响因素及其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 在当代中国家庭， 虽

然父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育儿活动之中， 但他们育儿投入的水平依然明显低

于母亲。 子女的性别、 年龄、 是否为独生子女、 户口性质和居住地都对父亲的育儿

投入具有显著影响。 除此之外， 父亲的育儿投入还受到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人

口结构和居住格局的影响。

数据显示， 当子女性别为男， 以及为独生子女的时候， 父亲的育儿水平会显著

提高。 流动子女和居住在城市的子女能够得到父亲更多的照料； 但在情感沟通方面，

父亲的育儿投入反而较低。 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越高， 父亲的育儿投入也越

多； 此外， 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 父亲参与事务性育儿活动的可能性越低， 但与子

女的情感交流程度以及与子女的关系亲密度都会明显提高。 此外， 当家中有同住老

人的时候， 父亲参与事务性育儿活动的可能性会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祖辈

对父亲育儿功能的替代作用， 但这种替代仅限于日常照料活动， 而父亲与子女的情

感交流则不受老人的影响。 最后， 父亲的育儿水平还深受家庭居住格局的影响， 研

究发现， 因为父亲外出务工经商而导致的两地分居会大大降低父亲育儿投入的水平，

由此引发的父亲育儿功能的弱化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本文还发现， 父亲的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各方面的发展都有显著影响。 并且， 父

亲的影响与母亲的影响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对比不同维度的父亲育儿投入， 父亲

在情感方面的育儿投入比单纯事务性的育儿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更加重要。 由

此可见， 父亲参与育儿不仅意味着要承担起日常照料方面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 要

加强与子女的情感交流与沟通， 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育儿效果。 不论儿子还是

女儿， 父亲育儿投入都有显著影响。 其中， 在学业表现、 行为表现和交友数量方面，

父亲育儿投入对儿子的影响更强。

综上， 当代中国的父亲育儿投入既有与西方国家相似的一面， 也有其自身的特

点。 一方面， 祖辈照顾孙辈的文化传统使得家中的老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

父亲照料的功能； 另一方面， 因人口迁移流动导致的两地分居已经对父亲育儿功能

的发挥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 我们认为， 日后关于中国家庭父亲育儿投入的研究

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独特性， 从而做出更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除此之外， 本文不同于以往同类研究的另一个地方在于， 将父亲育儿投入操作

化为不同的维度。 父亲参与日常照料等事务性的育儿活动与在情感方面与子女的交

流沟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育儿投入， 不仅影响这两种育儿投入的因素各不相同，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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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它们对青少年发展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建议日后的研究在这一方面继续

拓展， 从而丰富我们对父亲育儿投入这一概念的理解。

由于笔者研究能力和所使用数据的限制， 本文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

ＣＥＰＳ 并非专门为研究父亲育儿投入而设计， 这使得本文对很多变量的测量是有缺陷

的。 并且， 数据的限制也使得我们对于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的测量也是有缺陷的。

例如， 无法测量父亲的性别角色观念， 也缺乏合适的反映社会文化环境的测量指标。

此外， ＣＥＰＳ 只询问了是否与父母同住， 并未进一步区分不同住是因为父母外出务工

还是因为离婚和丧偶等其他原因所致。 另外， ＣＥＰＳ 的调查对象仅是初中二年级的学

生， 如果数据能够覆盖更广泛年龄段的儿童， 那这项研究将更有价值。 总而言之，

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对中国背景下父亲育儿投入的现状、 影响因素及其对少儿发展

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但由于诸多数据限制， 我们的探索依然是比较粗浅的，

研究结论是否成立还需后续更多的研究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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